
　　刑事错案形成的心理原因

黄 士 元 

内容提要：刑事错案的成因包括直接原因、环境原因和心理原因，其中心理原因

（主要表现为包括 “遂道视野”、“证实偏差”等在内的各种心理偏差）对错案的形

成有更根本的影响。绝大多数直接原因，如刑讯逼供、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证据、忽视辩护律师的合理意见等等，都是各种心理偏差的外在表现。而绝

大多数环境原因，如不合理的考核方式、司法经费不足等等，之所以会导致错案，

主要是因为它们强化了这些心理偏差。根据这些心理偏差对错案形成的可能影响，

可以在心理学层面总结出刑事错案的形成过程及规律，而我国近年来纠正的 ２２起
刑事错案可以为此提供验证。我国有必要完善当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以减少这些心

理偏差对办案人员的影响，进而更有效地防止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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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纠正了多起在个别地区乃至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刑事错案。一方面，这

些错案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使无辜者的身心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严重损害了司法的

正当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透过这些错案的纠正，我们可以发现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

错案，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反思和完善刑事司法体制的机遇。

　　我国法学界经常提到的错案成因包括：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强迫证人提供不利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证言、忽视甚至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对辩护律师的

合理意见置之不理；非法取得的证据未被依法排除；办案人员仍有 “有罪推定”、“疑罪从

有”的观念；办案人员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低下；考核机制不合理；办案人员片面追求破

案率，甚至被要求 “命案必破”；司法独立得不到保障；办案人员对案件的处理过分迁就社

·６２·

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我国刑事错案的现状、成因、纠正和预防研究”（批准号１１ＢＦＸ１２１）的阶
段性成果。



会舆论和被害人的压力；公、检、法三机关重配合、轻制约；司法经费不足等等。与之相

应，经常被提到的 “药方”则包括：严禁刑讯逼供、严禁强迫证人提供不利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证言、保障辩护权、建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 “无罪推定”和 “疑罪

从无”原则、加强对办案人员的培训以提高其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建立合理的考核机制、

保障司法独立、加大司法投入等等。〔１〕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些法律、司

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

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１２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央政法委
《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

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

见》，都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前述观点。

　　上述分析和改革都具有合理性，但仅有这些分析还不足以全面、深刻揭示错案的成因，
仅有这些改革措施也不足以有效防止错案的发生。比如，将 “有罪推定”观念当成错案成

因的观点就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其实该观念的背后是本文将要讨论的 “心理偏差”的影

响。对这些心理偏差的研究表明，指责办错案的司法人员 “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低下”是

不适当的，〔２〕因为这些心理偏差并非办错案的司法人员所独有，每个人 （包括那些尚未被

发现办过错案的司法人员）都可能受到这些心理偏差的影响，虽然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会有

不同。

　　笔者认为，错案成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直接原因，如刑讯逼供、强迫证人提供
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言、忽视甚至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忽

视合理的辩护意见、目击证人错误指认、鉴定人员错误鉴定等等。这类原因对错案的产生

有着直接影响，也容易被注意到。第二类为环境原因，如考核机制不合理、司法独立得不

到保障、司法经费不足等等。这类原因并不会直接导致错案，但会对办案人员的办案方式

产生影响，进而对错案的形成产生影响。第三类是心理原因，主要是各种心理偏差，如

“隧道视野”（ＴｕｎｎｅｌＶｉｓｉｏｎ）、“证实偏差”（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信念坚持”（ＢｅｌｉｅｆＰｅｒｓｅｖｅｒ
ａｎｃｅ，Ｂｅｌｉｅｆ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重申效果”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后见偏差” （ＨｉｎｄｓｉｇｈｔＢｉａｓ，
“Ｋｎｏｗｉｔａｌｌａｌ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结果偏差”（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ｉａｓ）、“正当事业腐败”（ＮｏｂｌｅＣａｕｓｅＣ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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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ｐｔｉｏｎ）、“情感附着”（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动机偏差”（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ａｓ）和 “目标追

求”（ＧｏａｌＰｕｒｓｕｉｔ）等。在这三类原因中，第三类不容易被注意到，却对错案的形成有更根
本的影响。绝大多数直接原因，如刑讯逼供、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强

迫证人提供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言、忽视辩护律师的合理意见等等，都是上述

心理偏差的外在表现。而绝大多数环境原因，如不合理的考核方式、司法经费不足等等，

之所以会导致错案，主要是因为它们强化了这些心理偏差。但遗憾的是，迄今我国法学界

对第三类原因尚没有展开系统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践深入研究这些心理偏差，不仅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错案背后深刻而复杂的心理方面的原因，还能更好地理解第一类原因背后的力

量以及第二类原因是如何影响案件处理的，进而提出更为有效的预防措施。

　　本文拟就对错案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一些心理偏差进行讨论，根据它们对错案形成的可
能影响，总结出刑事错案的形成过程及规律，并用我国近年来纠正的 ２２起刑事错案验证该
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减少这些心理偏差对办案人员的影响，进而减

少刑事错案的发生。

二、与刑事错案形成相关的心理偏差

　　与刑事错案形成相关的心理偏差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其中对错案形成有重
要影响的。根据这些心理偏差对错案形成的影响方式，笔者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

“隧道视野”、“证实偏差”、“信念坚持”和 “重申效果”，这些偏差使办案人员一旦形成某

种观点，往往会坚持该观点，即使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该观点不能成立。第二类包括 “后见

偏差”和 “结果偏差”，这些偏差使办案人员不能很好地区分原先的信息和后来的信息，由

此错误地对二者进行相互印证。第一类偏差和第二类偏差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已有信

念对后续行为的影响，而后者强调后来获取的信息对原先信念的影响。第三类包括 “正当

事业腐败”、“情感附着”、“动机偏差”和 “目标追求”，这些偏差使办案人员可能受到情

感、动机、目标以及对自身行为的道德评价的影响，从而不能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另外，

办案人员面临的一些外部因素，包括破案压力大、考核方式不合理等，也会强化上述偏差

的影响。

　　 （一）“隧道视野”、“证实偏差”、“信念坚持”和 “重申效果”

　　 “隧道视野”在医学上也被称为 “管状视”，指的是患者视力受损导致其只能看到眼睛

的正前方，就像人们在隧道中只能看到隧道内的情景。在心理学上，“隧道视野”指的是选

择性地集中于某目标而不考虑其他可能性的一种倾向。该偏差的主要表现包括：（１）在信
息收集上，人们倾向于寻找那些能证实他们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对与他们已有观点不符的

信息视而不见；（２）在回忆以前获得的信息时，人们更可能回忆起那些能证明当前观点的
信息，而记不起来与当前观点不符的信息；（３）在解释已有信息时，人们倾向于赋予那些
支持自己当前观点的信息以更高的证明力，而赋予那些与自己当前观点不符的信息以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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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力，甚至忽视、压制这些信息。〔３〕

　　 “证实偏差”指的是人们习惯于证实而不是证伪自己的观点。即，个体在决策时，倾向

于有意或无意地寻找支持已有信念、预期或假设的信息和解释，而忽视可能与之不一致的

信息和解释；〔４〕甚至对已经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带有偏差性的解释，使其不与已有信念相违

背。〔５〕如果按此表述，“证实偏差”和 “隧道视野”在表现形式上非常接近。

　　在刑事司法中，受 “隧道视野”和 “证实偏差”影响的办案人员，可能会在证据尚不

充分的情况下就过于自信地确认某人为罪犯，进而将调查集中于该犯罪嫌疑人，竭尽全力

搜集可以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而无视甚至隐匿那些能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无罪的

证据。〔６〕这些办案人员往往坚称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非常重要、证明力很强，而那些

与自己观点不符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不相关、不可信、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实

际上已不再保持一种开放的、客观的心态，而是直接把犯罪嫌疑人当成罪犯。

　　 “信念坚持”和 “重申效果”以类似的方式扭曲着人们的认知过程。受 “信念坚持”

影响的人根据某些信息形成某种信念后，会倾向于质疑与该信念相冲突的信息，把那些模

棱两可的信息解释成支持该信念而不是与该信念不符。即使作为该信念基础的信息后来被

证明是错误的，持该信念的人可能仍然坚持该信念。并且信念越强烈，信念坚持的时间越

长，就越难被挑战。〔７〕而关于 “重申效果”的研究表明，反复申明某一主张，无论该主张

是真是假，都会提高重申者对该主张的信心。〔８〕具体到刑事司法中，这两种偏差使坚信犯

罪嫌疑人有罪的办案人员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

并且，坚信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时间越长，重申这一结论及其证据基础的次数越多，该信念

就越根深蒂固。

　　 （二）“后见偏差”与 “结果偏差”

　　 “后见偏差”也被称为 “事后聪明式偏差”，指的是在得知事件结果后，人们会否认结

果信息的影响，而高估自己能准确预测事件发生几率的现象。〔９〕结果发生后，人们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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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１５９４－１５９６（２００６）．
ＳｅｅＢｒｅｎｔＳｎｏｏｋ＆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Ｃｕｌｌｅｎ，Ｂｏｕｎｄ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ｓＴｕｎｎｅｌＶｉｓｉｏｎｂｅｅｎ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ｖｉｃｔｅｄ？，ｉｎＫ．Ｄ．Ｒｏｓｓｍｏ（ｅｄ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６９－９６．
尽管学界已经熟知办案人员千方百计 “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不考虑辩护方意见的现象，但习惯于以 “有

罪推定”、“先入为主”的表层观念去解释，而未关注、借鉴心理学关于 “证实偏差”的研究成果。参见前引

〔１〕，方坤文；李建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立法保障———兼论刑事错案的审前预防》，《中外法学》２００７
年第２期；林战：《绞尽脑汁办了一件 “无懈可击”的错案》，《南方周末》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
对长期持有某信念的人来说，那些与该信念不符的信息挑战着其对自我能力的认可。基于强烈的自我保护和

自我正当化动机，他们不愿意面对这类信息，甚至会下意识地贬低这些信息的有效性。

ＳｅｅＲａｌｐｈＨｅｒｔｗｉｇ，ＧｅｒｄＧｉｇｅｒｅｎｚｅｒ＆ＵｌｒｉｃｈＨｏｆｆｒａｇｅ，Ｔｈｅ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ＨｉｎｄｓｉｇｈｔＢｉａｓ，１０４Ｐｓｙｃｈｏｌ．Ｒｅｖ．１９４
（１９９７）．
参见彭慰慰：《模拟法官决策中心理控制源对后见偏差的影响》，《心理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我一直知道会这样”的感觉，〔１０〕会突然觉得结果并不令人惊讶，甚至觉得结果的发生是

不可避免的。之所以有 “后见偏差”，是因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是一个动态的重构过程。我

们往往把后来才得到的信息整合到对过去的回忆之中，而意识不到所谓 “过去的想法”已

经受到了后来的信息的污染。〔１１〕

　　在刑事司法中，一旦警察发现新的证据证明某人有罪，并将侦查的焦点集中于该犯罪
嫌疑人，他们在重新考虑以前获得的证据的时候，就会对那些不利于该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赋予更高的证明力，会觉得犯罪嫌疑人从一开始就 “不对劲”（而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并没

有发现犯罪嫌疑人 “不对劲”）。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当前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信念。

其他诉讼参与者，如目击证人、鉴定人，同样可能受到该偏差的影响。目击证人在辨认过

程中，如果警方明示或者暗示被指认者即为犯罪嫌疑人，则该信息将显著提升目击证人认

定被指认者是罪犯的信心。而在警方认定某犯罪嫌疑人是罪犯，并将该信息透露给鉴定人

的情况下，鉴定人有可能受到该信息的影响，真诚地改变或者重新阐释自己本已形成的意

见。〔１２〕

　　 “结果偏差”与 “后见偏差”同属于已知结果对事后判断的偏差影响，但前者侧重于

决策结果对决策评估的作用，即人们在评价某一行为 （评价其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好还是

坏）的时候，倾向于把行为发生后产生的结果作为评价的根据之一，而后者强调的是已知

结果对判断结果发生概率的影响。〔１３〕

　　心理学研究表明，“结果偏差”是普遍存在且力量强大的一种判断偏差。〔１４〕在某心理
学实验中，测试者要求被测试者评价某外科医生的手术决定。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被告

知病人在手术后仍然活着，被测试者在被告知病人在手术后死亡时，更可能认为手术决定

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其实，“在对某决定进行评价时，该决定作出后才可能获得的信息是不

相关的信息”。〔１５〕

　　受 “结果偏差”影响的人，不仅会在评价决策之好坏时，将决策作出之后出现的结果

作为评价根据，还会对之前收集到的能够支持既定结果的证据给予更多关注和加工，并认

为这些证据很有说服力。〔１６〕在刑事司法中，受 “结果偏差”影响的检察官会有如下想法：

犯罪嫌疑人一定是罪犯，不然警察不会抓他，更不会将其移送审查起诉。相应地，一审法

·０３·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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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梦园、徐富明、方芳：《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理论模型及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ＳｅｅＳｃｏｔｔＡ．Ｈａｗｋｉｎｓ＆ＲｅｉｄＨａｓｔｉｅ，Ｈｉｎｄｓｉｇｈｔ：Ｂｉａｓｅ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ａｓｔＥｖ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ｒｅＫｎｏｗｎ，１０７Ｐｓｙ
ｃｈｏｌ．Ｂｕｌｌ．３１１（１９９０）．
例如在林德伯格绑架案中，警方聘请的两位世界著名的笔迹鉴定专家，在比较了赎金条和豪普特曼的笔迹后，

起初都不能确定赎金条是否为豪普特曼所写。但是，在被警方告知在豪普特曼的车库里发现了大量赎金后的

一小时，两位专家就都得出了该赎金条为豪普特曼所写的结论。Ｓｅｅ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ｉｓｉｎｇｅ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Ｓａｋｓ，Ｗｉｌ
ｌｉａｍＣ．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ＴｈｅＤａｕｂｅｒｔ／Ｋｕｍｈｏ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ｉｄｄｅ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９０ＣＡＬ．Ｌ．Ｒｅｖ．３８－３９（２００２）．
ＳｅｅＭａｒｋＶ．Ｐｅｚｚｏ，ＨｉｎｄｓｉｇｈｔＢｉａｓ：ＡＰｒｉｍｅｒｆｏｒ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５Ｓｏ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Ｃｏｍｐａｓｓ６６５－６７８
（２０１１）．转引自相鹏、徐富明、郭永玉、李海军、孔诗晓、孟贞贞：《决策评估中的结果偏差》，《心理科学
进展》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Ｍ．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ＣｒａｉｇＥｍｂｙ＆ＶａｎｅｓｓａＷａｔｔ，Ｄｅｂｉ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Ａｕｄｉ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２１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７－２０（２００２）．转引自上引相鹏等文。
Ｓｅ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ｒｏｎ＆ＪｏｈｎＣ．Ｈｅｒｓｈｅ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ｉａｓｉ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５４Ｊ．Ｐｅｒｓ．Ｓｏ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５６９（１９８８）．
参见前引 〔１３〕，相鹏等文。



官可能会受到警察和检察官决定的影响，二审法官可能会受到警察、检察官和一审法官决

定的影响。受 “结果偏差”影响的办案人员，不仅认同其他办案人员的看法，还会对支持

这些看法的证据予以特别关注，并认为其证明力更强。

　　 （三）“正当事业腐败”、“情感附着”、“动机偏差”和 “目标追求”

　　 “正当事业腐败”指的是那些认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具有正当性的人，可能会采取不正

当的手段来达成该目标，并用该目标为自己的手段辩护。〔１７〕在刑事司法中，为了实现查清

犯罪事实、将罪犯绳之以法这一正当目的，办案人员可能会认为，采用某些所谓的不当手

段 （如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威胁甚至刑讯）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是正当的。〔１８〕

　　在犯罪手段凶残、社会危害极大的案件中，即使直接接触案件的办案人员尽量保持情
感中立，他们也可能因同情被害人、痛恨罪犯而产生我们常说的 “义愤”。这种 “义愤”即

“情感附着”的一种表现形式。“情感附着”的积极价值是使警察更努力地破案，〔１９〕但它也

可能蒙蔽警察的眼睛，使其将对犯罪的痛恨转移为对犯罪嫌疑人的恶意，并由此着力于证

明犯罪嫌疑人有罪，代表被害人实现正义。〔２０〕

　　 “动机偏差”和 “目标追求”指的是，人们的动机和目标决定了他们的注意力的集中

方向，影响着他们收集、处理和解释信息的方式。〔２１〕警察和检察官的主要目标应是使有罪

者被定罪，同时避免无辜者被错判有罪。不幸的是，来自上司、被害人及其家属、媒体的

压力，处理大量积案的压力，都使得他们的目标更可能是快速高效地破案。一旦某人被错

认为是罪犯，这些压力将促使办案人员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不利于他的证据，从而为将来给

其定罪提供保证。

　　 （四）强化前述偏差的外部因素

　　在影响较大的案件中，被害方、公众和媒体、办案人员的上司往往会给办案人员施加
快速破案的巨大压力。〔２２〕而恶性案件层出不穷，也使不堪重负的办案人员分配到每起案件

上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了尽快破案，办案人员只能尽快确定犯罪嫌疑人 （一旦确

定某人为犯罪嫌疑人，就不再考虑其他可能性），尽快收集到足够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

证据 （因此不关注能证明其无罪的证据），尽快将其绳之以法。而疲劳、超负荷工作以及侦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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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Ｃａｌｄｅｒｏ＆ＪｏｈｎＰ．Ｃｒａｎｋ，ＰｏｌｉｃｅＥｔｈｉｃ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ｂｌｅＣａｕｓｅ，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０，ｐ．２．
警察们普遍认为，只要能破案、能打击犯罪，采取一些 “特别措施”是无可厚非的，有警察甚至因最终目标

是打击犯罪而在刑讯时有 “正义感”。参见谢川豫：《刑讯逼供的经济学解析———以刑事侦查为视角》，《法学

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当目标具有较高的积极情感价值时，人们会在随后与目标相关的工具性任务中付出更多的努力。ＳｅｅＪａｎＤｅ
Ｈｏｕｗｅｒ，ＳａｒａｈＴｈｏｍａｓ＆ＦｒａｎｋＢａｅｙ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Ｌｉｋ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ｌｉｋ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２５Ｙｅａｒ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Ｈｕｍ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１２７Ｐｓｙｃｈｏｌ．Ｂｕｌｌ．８５３－８６９（２００１）．
参见前引 〔３〕，Ｆｉｎｄｌｅｙ等文，第３２４页以下。
ＳｅｅＲａｎＲ．Ｈａｓｓｉｎ，ＪｏｈｎＡ．Ｂａｒｇｈ＆ＳｈｉｒａＺｉｍｅｒｍ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Ｎｏ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ＧｏａｌＰｕｒｓｕｉｔ，
２７Ｓｏｃ．Ｃｏｇｎ．２０（２００９）．个体对信息的加工是有选择的，与目标相关的信息更可能被收集和加工。参见储衡
清、周晓林：《注意捕获与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警察尽快破案有助于赢回公众信任，平息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恐慌。公众则往往高估警察的破案能力，对案件

的侦破抱有过高的期望。ＳｅｅＫｅｎｎｅｔｈＤｏｗｌｅｒ，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ａｒｏｆＣｒｉｍｅ，Ｐｕｎｉｔｉｖ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Ｐｏｌｉ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１０Ｊ．Ｃｒｉｍ．Ｊｕ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
ｔｕｒｅ１１１（２００３）．



破压力会使办案人员的头脑变得迟钝、批判性评价能力降低，〔２３〕从而也就更可能为各种心

理偏差所影响。

　　检察官和法官不仅面临和警察类似的外部压力和案件积压等问题，还会面临信息过滤
的问题。检察官看到的仅仅是警察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而警察有时并不把有利于犯罪嫌疑

人的证据提交给检察官。警察不提供这些证据，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证据不可信、

不可靠。〔２４〕但问题是，获取全面的信息是减少前述心理偏差影响的重要前提，而法官所能

看到的是已经被警察和检察官过滤过的信息。〔２５〕

　　虽然心理学界对上述心理偏差的研究绝大多数不是针对刑事司法的，但这些研究对刑
事司法参与者同样适用。毕竟刑事司法参与者也是仅具有 “有限理性”的人，也会受到各

种心理偏差的影响。事实上，为数不多的对刑事司法中心理偏差的研究已经表明，刑事司

法的参与者，如讯问人员、〔２６〕鉴定专家〔２７〕等等，同样会受到这些心理偏差的影响。而美

国法律学者对本国已经纠正的刑事错案的研究表明，这些案件的参与者，包括警察、检察

官、法官、辩护律师、证人、鉴定人等等，也都受到了前述心理偏差的影响。〔２８〕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主张上述心理偏差是导致刑事错案发生的深层原因，但这并不意
味着所有受这些偏差影响的案件最终都办成了错案。虽然很难确定到底有多少刑事案件被

办成了错案，但经验和常识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绝大多数案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事实上，

这些心理偏差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来自外部

世界的海量信息。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能快速、有效地通过分类、图式和选择性注意

来处理这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将是不可想象的混乱，而我们也将无法作出

任何决定，从而无法在自然界中生存下去。〔２９〕虽然这些分类、图式和选择性注意 （即本文

所说的心理偏差）在多数情况下使我们快速地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但在某些情况下却难免

使我们出现认知错误。这些认知错误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会产生严重影响，但在刑事司法

中却危害甚大，是我们必须竭力防止出现的错误。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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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参见前引 〔２〕，魏莉文。
参见前引 〔３〕，Ｆｉｎｄｌｅｙ等文，第３２９页以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有道德感的检察官，那些最致力于实现公正的检察官，恰恰可能因为自己的道德

感，而根本无法相信自己会对无辜者进行追诉。Ｓｅｅ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Ｎ．Ｊｏｎａｋａｉｔ，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２３
Ｃｒｉｍ．Ｌ．Ｂｕｌｌ．５５０－５５１（１９８７）．他们往往坚信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定了罪，公正才算得到了实现。检
察官的这种 “定罪心理”（即强调获得有罪判决胜过实现公正）还可能被检察机关强调定罪率的考核机制所

强化。ＳｅｅＳｔａｎｌｅｙＺ．Ｆｉｓｈｅｒ，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ｏｕｓ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１５Ａｍ．Ｊ．Ｃｒｉｍ．Ｌ．１９８，
２０５－２０６（１９８８）．当前我国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片面强调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
等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会强化整个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 “定罪心理”，从而强化前述心理偏差的影响。

ＳｅｅＳａｕｌＭ．Ｋａｓｓ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ＲｅｂｅｃｃａＮｏｒｗｉｃｋ，“Ｉ’ｄＫｎｏｗａＦａｌｓ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ｉｆＩＳａｗＯｎ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２９ＬａｗＨｕｍ．Ｂｅｈａｖ．２１１－２２７（２００５）；ＫａｒｌＡｓｋ＆ＰｒＡｎｄｅｒｓＧｒａ
ｎｈａｇ，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ａｓ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Ｗｉｔｎｅｓ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３７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５６１－５９１
（２００７）；ＫａｒｌＡｓｋ，ＡｎｎａＲｅｂｅｌｉｕｓ＆ＰｒＡｎｄｅｒｓＧｒａｎｈａｇ，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ｏｒＢｉａｓ，２２Ａｐｐｌ．Ｃｏｇｎｉ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１２４５－１２５９（２００８）．
ＳｅｅＩｔｉｅｌＥ．Ｄｒｏｒ，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ｒｌｔｏｎ＆ＡｉｌｓａＥ．Ｐé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ｎｄ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ｔｓ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ｔｏＭａｋｉｎｇ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５６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ｃｉ．Ｉｎｔ．７４－７８（２００６）．
参见前引 〔３〕，Ｆｉｎｄｌｅｙ等文；前引 〔３〕，Ｍａｒｔｉｎ文。
参见前引 〔３〕，Ｆｉｎｄｌｅｙ等文，第３０９页。



三、基于心理偏差的刑事错案形成过程及规律

　　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各种心理偏差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下面
笔者将根据这些心理偏差对错案形成的可能影响，总结出刑事错案的形成过程及规律，并

用我国近年来纠正的２２起刑事错案 （这些错案的基本情况见下文表１）验证该结论。
以下是笔者从心理学角度总结的存在可能性较大的刑事错案形成的一般过程：一旦某地

发生有影响的恶性案件 （如故意杀人案、强奸案等），办案人员将面临来自多方面的破案压

力，甚至被要求 “限期破案”、“命案必破”；人手不足、案件积压严重也使办案人员必须尽

快侦破该案 （强化心理偏差的外部因素）；由此，尽快确定犯罪嫌疑人，尽快将犯罪嫌疑人

绳之以法，就成了办案人员的动机与目标，而为了满足该动机、实现该目标，办案人员就

可能在只有片面、不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某犯罪嫌疑人为罪犯 （“动机偏差”和 “目标

追求”）；一旦认定某人为罪犯，办案人员在回忆以前的调查活动时，就会觉得他一开始就

“不对劲”，而在回忆和解释以前取得的证据与信息时，不利于他的证据更可能被记起，也

更可能被认为具有很强的证明力，而有利于他的证据则可能被忽视，或者被认为证明力很

弱 （“后见偏差”）；确信某犯罪嫌疑人为罪犯后，办案人员的调查活动将围绕该犯罪嫌疑人

进行，而不再考虑其他可能性 （“隧道视野”）；办案人员将竭力获取不利于该犯罪嫌疑人的

证据，并认为这些证据有很强的证明力，同时无视甚至隐匿能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

据 （“隧道视野”和 “证实偏差”）；为了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办案人员虽然明知刑讯

逼供、强迫证人提供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言等行为不被法律许可，但仍可能实施这些行

为，其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就是自己的目标 （将罪犯绳之以法）是正当的 （“正当事业腐

败”）；因直接接触案件而产生的同情被害人、痛恨罪犯的 “义愤”也可能导致办案人员将

对犯罪的痛恨转换成对犯罪嫌疑人的恶意，以至于要千方百计地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情

感附着”）；随着侦查活动的深入，办案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的信念将被逐步加强，

即使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该信念也已经很难被改变 （“信念坚持”），而办案人员重

申这一信念及其证据基础的次数越多，该信念就越根深蒂固 （“重申效果”）；案件进入审查

起诉阶段后，检察官可能会受到警察移送审查起诉决定的影响，认为犯罪嫌疑人应该就是

罪犯；与之类似，一审法官可能受到警察和检察官决定的影响，二审法官则可能受到警察、

检察官和一审法官决定的影响 （“结果偏差”）。

　　上述错案形成过程可以被简化为：首先是办案人员基于片面的、不充分的信息，错认
某无辜者为罪犯；然后，办案人员基于该错误认识，只注重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 （强调

“证实”），而不再考虑其他可能性 （不考虑 “证伪”）。其中，“注重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表现为：千方百计地获得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言，把有利于犯

罪嫌疑人的证据解释成不具有关联性等等。“不再考虑其他可能性”则表现为：不去收集有

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忽视甚至隐匿已经收集到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不重视辩

护律师的辩护意见等等。

　　上述从心理学角度对错案形成过程的总结并非凭空无据，事实上，下文表 １所列 ２２起
刑事错案都或多或少地符合上述关于错案形成过程的分析，下面将予以具体验证。但是，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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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我国近年来纠正的２２起刑事错案的基本情况〔３０〕

被告人

姓名
案发地 涉嫌罪名

所判

刑期
羁押日期 释放日期 纠错原由

刑讯

逼供

错误

供述

证人

伪证

鉴定

存在

问题

无罪

证据

被忽视

辩护

意见

不被

采纳

张高平

张　辉
浙江

强奸罪

（被害人死亡）
死缓 ２００３．３．２３ ２０１３．３．２６ 发现真凶 √ √ √ √ √

陈建阳 浙江
抢劫罪

（杀死被害人）
死缓 １９９５．１１．２８ ２０１３．２．４ 发现真凶 √ √ √ √

赵作海 河南 故意杀人罪 死缓 １９９９．５．９ ２０１０．５．９ 被害人出现 √ √ √ √ √

佘祥林 湖北 故意杀人罪 １５年 １９９４．４．１１ ２００５．４．１ 被害人出现 √ √ √ √ √ √

滕兴善 湖南 故意杀人罪 死刑 １９８７．１２．６
１９８９．１．２８
被执行死刑

被害人出现 √ √ √ √ √ √

杜培武 云南 故意杀人罪 死缓 １９９８．４．２２ ２０００．７．１１ 发现真凶 √ √ √ √ √

李化伟 辽宁 故意杀人罪 死缓 １９８６．１２．１９２００１．４．１８ 发现真凶 √ √ √ √ √ √

郝金安 河南
抢劫罪

（杀死被害人）
死缓 １９９８．１．２４ ２００７．１２ 发现真凶 √ √ √ √ √

杨云忠 黑龙江 故意杀人罪 无期 １９９４．１２．２ ２００２．３．１１ 发现真凶 √ √ √ √ √ √

杨明银 湖南
抢劫罪

（杀死被害人）
１６年 １９９６．１１．６ ２００６．９．１５ 发现真凶 √ √ 不详

王海军 吉林
故意伤害罪

（致死）
１５年 １９８６．１０．２５ １９９８．８．３ 发现真凶 √ √ √ 不详

王俊超 河南
强奸罪

（奸淫幼女）
９年 １９９９．６．１５ ２００５．８．３０ 发现真凶 √ √ √ √ √ √

赵新建 安徽
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
死缓 １９９８．８．７ ２００６．６．２３ 发现真凶 √ √ √ √

吴大全 浙江
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死缓 ２００６．９．７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 真凶自首 √ √ √ √

吴鹤声 湖北 故意杀人罪 无期 １９９１．４．１５１９９９．１２．２３ 发现真凶 √ √ √ √ √

覃俊虎 广西
抢劫罪、故意

杀人罪（重伤）
死缓 １９９９．２．２７ ２００３．２ 发现真凶 √ √ √ √ √ √

李　杰 四川 故意杀人罪 无期 １９９５．９．２５ ２００３．６．１６ 发现真凶 √ √ √ √

陈金昌 云南
抢劫罪

（杀死被害人）
死缓 １９９５．５．１７ １９９８．２．１７ 发现真凶 √ √ √ √ √

黄亚全 海南
抢劫罪

（杀死被害人）
死缓 １９９３．８．２２ ２００３．９．１ 发现真凶 √ √ √ √ √

徐计斌 河北 强奸罪 ８年 １９９１．４ ２００６．７．２８
血型鉴定

错误
√ √ √

李德田 辽宁
故意伤害罪

（重伤）
１２年 ２００４．２．２９ ２００８．９．２５

同案犯承认

作伪证
√ √ √

裴树唐 甘肃 强奸罪 ７年 １９８６．８．１３ １９９３．７
被害人

承认诬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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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这２２起错案的信息主要来自报纸与网络，因而肯定存在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全和信息失真问题。并且，报纸
和网络关注的案件往往只是少数具有轰动性的案例。以这些案例为研究对象，既不具备社会学抽样研究所

要求的代表性，也会因为样本太少而不符合集聚案例研究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的基本要求。但是，在
目前我国各类案件信息还不够公开的情况下，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信息收集方式。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考虑到篇幅及所能收集到的案件信息的限制，笔者主要验证

的是简化后的错案形成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化前的构想中的一些因素，在这 ２２起案件
中不存在。比如，笔者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不会涉及办案人员破案压力大、工作负担重等强

化心理偏差的外部因素，而事实上此类因素在这 ２２起错案中普遍存在。这 ２２起错案中有
１８起为 “命案”（被害人死亡）、３起是强奸案 （其中一起为奸淫幼女）、１起为故意伤害
（重伤）案。此种案件都在当地有重大影响，来自各方面的破案压力可想而知，不少案件甚

至被要求 “限期破案”，〔３１〕而长期以来我国警力严重不足、警察工作量过大的问题也是不

可回避的现实。〔３２〕第二，并不是所有可能导致错案的因素都能够被笔者总结的错案形成过

程及规律所涵盖。错案的成因极其复杂，笔者主要是基于各种心理偏差总结错案的形成过

程及规律，因此，那些跟心理偏差完全无关的因素，比如证人故意作伪证，笔者就未将其

纳入其中进行分析。

　　 （一）分类错误：错将无辜者当罪犯

　　所谓 “分类错误”是指办案人员错将无辜者当成罪犯。〔３３〕分类错误是导致刑事错案的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为什么会出现分类错误？一般来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

的最初怀疑往往并非毫无根据。有的怀疑是基于直觉，比如觉得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发生前

后的行为表现和情感状态令人生疑。有的则基于一些所谓的犯罪模式，比如在被害人是妻

子时，丈夫往往成为首要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在两人关系出现问题时。〔３４〕这些直觉或者

犯罪模式并非全无经验基础，只是办案人员不能对其评价过高。侦查人员分类错误的原因

还可能是被害人的错误辨认 （如河北徐某某案）、被害人的故意陷害 （如甘肃裴某某案、安

徽赵某某案）、错误的鉴定意见 （如云南杜某某案），甚至是捕风捉影的传言 （如浙江陈某

某案〔３５〕）。无论如何，在信息不充分甚至有误的情况下，贸然下结论都容易导致分类错误。

　　这里有必要强调科学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使用问题。美国科学院 ２００９年发布的关于科
学证据的研究报告指出，包括指纹鉴定、笔迹鉴定、枪弹痕迹鉴定、文书鉴定等在内的多

种科学证据都存在内在缺陷，证明力不宜评价过高。〔３６〕因此，虽然办案人员应注重科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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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关于河南赵某某案中 “限期破案”的要求，参见袁祺：《又见 “限期破案”》，《文汇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５日。
关于浙江陈某某案巨大的破案压力，参见刘刚：《萧山错案是如何形成的》，《新京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３日。
参见黄士元：《近年来我国刑讯逼供发生的变化及其成因》，载陈瑞华编：《社会学视角下的反酷刑问题》，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０页以下。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ｅｏ，Ｆａｌｓ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７Ｊ．Ａｍ．Ａｃａｄ．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Ｌａｗ，３３３－
３３４（２００９）．
佘某某、杜某某、李某某都涉嫌杀妻。湖北佘某某案发前跟妻子的关系已经极差 （参见孙玉松：《佘祥林张

在玉不可能复婚》，《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３日）；云南杜某某案的起诉书指控，杜某某因怀疑其妻与被害人
王某某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 （参见郭国松： 《一个冤案的制造流程》，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４日）；辽宁李某某案的起诉书指控，李某某婚后怀疑妻子婚前与他人发生过两性关系，一直嫉
恨在心 （参见靳婷婷：《“辽宁佘祥林”李化伟已获国家赔偿———营口１４年杀妻冤案的追忆与反思》，《时代
商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６日）。
在浙江陈某某案中，陈某某等人之所以成为犯罪嫌疑人，是因为朱某某提供的线索。在因组织卖淫而被警方

收容审查期间，朱某某给警方说，一贵州籍女子郑某某曾告诉她，住在萧山小南门的陈某某等人收了别人

１８０００元钱，杀了一名开车的男司机。但问题是，案卷中并无这个关键线索知情人郑某某的任何讯问笔录。
参见前引 〔３１〕，刘刚文。
Ｓｅ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ＰａｔｈＦｏｒｗａｒ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据的使用，但绝不能盲目信赖科学证据。

　　另需注意的是，侦查人员对自己的 “测谎”能力过于自信，也是导致分类错误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排查案件时，他们相信自己能从被排查者的情绪变化和身体语言中 “读”出

被排查者是否在撒谎，从而认定其是否有罪。〔３７〕但问题在于，被排查本身往往就会给被排

查者 （无论其是否有罪）带来很大压力，导致其焦虑和紧张，而这种焦虑、紧张与说谎带

来的焦虑、紧张在外在表现上没有多少差别。事实上，没有哪一种行为或者心理反应是人

们在说谎时所特有的。〔３８〕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反复证明，人们在判断别人是否说谎上表现

糟糕。〔３９〕至于专业人士的判断能力，有研究表明，美国的警察、中央情报局特工等专业人

士，在判断别人是否说谎上比一般人的表现要好一些，但仍然经常犯错。〔４０〕更多的研究则

表明，专业人士判断的正确率只是比抛硬币好一点，并不比普通人更可靠。〔４１〕

　　 （二）注重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１．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错误供述的形成有三个步骤。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分类错误。然
后是强制错误 （ｔｈｅ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ｅｒｒｏｒ），即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的控告式讯问，
甚至对其进行刑讯、威胁、欺骗，以使其承认有罪。最后是污染错误 （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即在犯罪嫌疑人认罪以后，讯问人员通过诱供或者指供，让犯罪嫌疑人提供与警方已经收

集的证据相符的关于犯罪过程的详细描述。〔４２〕

　　在确信犯罪嫌疑人为罪犯之后，侦查人员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让犯罪嫌疑人认罪。毕
竟，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破案的捷径。在无辜者被错认成罪犯时，侦查人员往往把无

辜者的不认罪当成是罪犯的顽抗。为了挫败犯罪嫌疑人的抵抗，花样繁多的欺骗和谎言、

反复进行的明示或者暗示的承诺和威胁，甚至各种触目惊心的酷刑都可能派上用场。〔４３〕这

些刑讯、威胁和欺骗使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认罪以摆脱当前的困境是其最好的选择。〔４４〕

　　为了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办案人员不仅要获得其认罪，还要获得其供述，即关于犯罪
动机和犯罪过程的合乎情理的描述。被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无辜者为了及早摆脱讯问，会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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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实证研究表明，在判断说话者是否撒谎时，只看到说话者所说话语的书面记录的人判断的准确率，是看了视听资

料的人的两倍。ＳｅｅＣｈａｄＭ．Ｏｌｄｆａｔｈｅｒ，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５７Ｖａｎｄ．
Ｌ．Ｒｅｖ．４５９（２００４）．也许，我们一直强调的对证人 “察言观色”，以判断其是否说谎的做法，需要反思了。

ＳｅｅＤｅｂｏｒａｈＤａｖｉ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ｅ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ａｌｓ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ｏｒｅｗｉｔｚ＆Ｍａｒｋ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ｅｄｓ．），Ｔｈ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ｐ．５３；ＢｅｌｌａＭ．ＤｅＰａｕｌｏ，ＪａｍｅｓＪ．Ｌｉｎｄｓａｙ，ＢｒｉａｎＥ．Ｍａｌｏｎｅ，ＬａｕｒａＭｕｈｌｅｎｂｒｕｃｋ，Ｋｅｌｌｙ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Ｈａｒｒ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Ｃｕｅｓｔｏ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１２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０６（２００３）．
ＳｅｅＳａｕｌＭ．Ｋａｓｓ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Ｃ．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ａｖｉｔｓｋ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ｏｍ：Ｏｎ
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ｓｏｆＰｒｅｓｕｍｉｎｇＧｕｉｌｔ，２７Ｌ．＆Ｈｕｍ．Ｂｅｈａｖ．１８７－１８８（２００３）．
ＳｅｅＳａｍａｎｔｈａＭａｎｎ，ＡｌｄｅｒｔＶｒｉｊ＆ＲａｙＢｕ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ｒｕｅＬｉｅｓ：Ｐｏｌｉｃ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Ｓｕｓｐｅｃｔｓ’Ｌｉｅｓ，８９Ｊ．
Ａｐｐ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１３７（２００４）．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ＳａｕｌＭ．Ｋａｓｓｉｎ，Ｈｅ’ｓｇｕｉｌ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Ｂｉａｓｉ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ｒｕｔｈａｎｄ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２６Ｌ．
＆Ｈｕｍ．Ｂｅｈａｖ．４７０，４７６（２００２）．
参见前引 〔３３〕，Ｌｅｏ文，第３３页以下。
本文研究的２２起错案中有１９起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问题。参见前文表１。
浙江陈某某的同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解释自己为何认罪时说：“一进去他们就把我当成突破口，经过４天的酷
刑审讯”；“我无法忍受折磨，想死也死不成”；“当时招供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一种解脱方式”。参见 《媒体回

望萧山冤案：警方隐匿证据 法官逼迫认罪》，《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５日。



力编造让办案人员满意的供述。〔４５〕不过，很多案情是很难猜出来的。为了使犯罪嫌疑人的

供述与办案人员掌握的情况相符，办案人员可能会指供和诱供，即，将其已掌握的情况

（如犯罪凶器、犯罪现场的情形）以明示 （如给犯罪嫌疑人看犯罪现场照片）或者暗示 （如

诱导性讯问）的方式告知犯罪嫌疑人。

　　在本文讨论的这 ２２起错案中，不少都涉及指供、诱供的问题。例如在四川李某案中，
侦查人员给李某看了犯罪现场的照片和死者的照片，然后强迫他据此供述。在讯问李某的

同案犯罪嫌疑人何某时，侦查人员告知其作案工具是石头，然后问他石头的形状。何某猜

是长的，被殴打；改说是圆的，又被殴打。其后侦查人员问： “是不是一头尖，一头圆？”

何某知道这一定是答案，便说 “是”。〔４６〕在云南陈某某案中，侦查人员在讯问陈某某的同

案犯罪嫌疑人姚某某时，直接拿出事先写好的 “口供”，每念一段就问他是不是这样，他答

“是”就不挨打，答 “不是”就挨打。刚开始姚某某还回答了一些 “不是”，后来就都答 “是”

了。〔４７〕在河南赵某某案中，侦查人员让赵某某复述他们的话，不复述就打。侦查人员的话

被他复述后，就成了他的 “供述”。〔４８〕在湖北吴某某案中，侦查人员将所谓的 “供述”写

好让他签名，吴某某忍受不了刑讯只得签了名。〔４９〕在浙江张某某张某案和吉林王某某案

中，侦查人员都利用了 “狱侦耳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和指供。〔５０〕

　　一旦犯罪嫌疑人因刑讯、诱供、指供而提供了与案情相符的供述，一旦犯罪嫌疑人的
供述包含了非犯罪人不可能知道的特定信息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５１〕其被定
罪的命运往往不可扭转。〔５２〕从此以后，无罪推定将变成不可动摇的有罪推定，其他的证据

都开始以有罪推定为准进行解释。与有罪推定不符的证据往往被置之不理，甚至被刻意压

制而不开示给辩护方，不移交给法庭。即使这些证据被开示和移交，也会被解释为与案情

不相关，甚至被解释成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与有罪推定相符的 “证据”甚至会被伪造出

来。供述将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并且随着诉讼的进行，供述的作用不断被强化，以

至于推翻该供述变得越来越难。那些试图撤回供述的无辜者极有可能不被信任，其撤回供

述本身也会被当做证明他们狡诈的证据，从而进一步证明他们有罪。而一旦供述可以与其

他证据相互印证，或者包含非犯罪人不可能知道的信息，法官即使认为存在刑讯，也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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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河南赵某某、湖北佘某某和云南杜某某都曾通过揣摩办案人员的意图编造供述，以摆脱刑讯的折磨。参见

《赵作海案６警察被起诉》，《广州日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唐卫彬、黎昌政：《湖北佘祥林 “杀妻”案：冤

案怎样造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５０４０７／ｎ２２５０７８５０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访问；郭国松、曾民：
《世上还有包青天吗———杜培武的 “死囚遗书”催人泪下》，《南方周末》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４日。
参见刘志明：《四川宜宾 “１１·２８”杀人冤案调查》，《凤凰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９期。
参见方三文、赵健吾、张爱农：《云南特大冤案：四青年屈打成招被判死刑》，《南方周末》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５日。
参见石玉：《赵作海讲述被刑讯逼供细节》，《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２日。
参见张立：《从判 “无期 “到宣告无罪》，《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 ９月 ３０日。湖北佘某某和海南黄某某也被诱
供和指供。参见前引 〔４５〕，唐卫彬等文；吴怡婷：《终审判死缓再审判无罪 琼一１０年沉冤案终昭雪》，《海
南特区报》２００４年１月７日。
参见鲍志恒：《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袁连芳》，《东方早报》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 ２１日；刘爽、王振东、顾然：《吉
林男子１９年前被定罪 “杀妻”１５年后真凶落网》，《新文化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５日。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ｅｏ，Ｐｏｌｉｃｅ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２５４－２５５．
例如在浙江张某某张某案中，并没有参与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的相关办案人员领导在看了讯问笔录后却坚信犯

罪嫌疑人是罪犯。其理由就是，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是罪犯，就不可能知道特定的案件信息。参见蒋铮：《冤狱

１０年雪 错案责任焉能自查》，《羊城晚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能为了惩罚犯罪而不愿排除该供述。

　　２．获得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言
　　获得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言，无疑对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是非常有利的。在警方确
信犯罪嫌疑人有罪，同时确信某人能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如果该 “证人”拒绝提供

证言，警方就有可能采用威胁甚至暴力手段强制获取其证言。

　　在这２２起错案中，有５起存在强迫证人作伪证的情形。在河南赵某某案中，侦查人员
把赵某某的妻子关了一个多月，每天只给她一个馒头吃，强迫她跪在地上，殴打她，逼她

承认装被害人尸块的化肥袋是她家的，并强迫她在证言笔录上签字。〔５３〕在河南郝某某案

中，侦查人员将证人张某某关在一个房间里，要求其提供关于郝某某情况的证言，否则不

让回家。张某某只好编造 “证言”，说案发当晚见到郝某某去被害人的住处。〔５４〕在黑龙江

杨某某案中，警方找到了杨某某穿过的一双带有血迹的鞋子，经鉴定，该血迹的血型和被

害人的血型相同。证人张某某最初的证言是，杨某某鞋子上的血来自于杨某某案发一个月

前与其他人的一次斗殴，斗殴发生时张某某在现场。但警方不仅不采纳张某某的证言，反

而认为他作伪证，因此将其收审，并让他出具另外的证言。〔５５〕在辽宁李某某案中，办案人

员欺骗李某某的母亲，说李某某已经承认犯罪，威胁她如果不把李某某给她描述犯罪经过

的情形告诉侦查人员，就要把她关进看守所。于是，她不得不按照办案人员的指示，提供

了不利于李某某的证言。〔５６〕在海南黄某某案中，被警方殴打、诱导的六名未成年人，提供

了证明黄某某故意杀人的证言。〔５７〕

　　３．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解释成不具有关联性
　　这类情形在这２２起错案中不算多见，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浙江张某某张某案。该
案中，鉴定人员在被害人的８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 ＤＮＡ谱带，认定该谱带由被害人与一名
男性的 ＤＮＡ谱带混合而成，并明确排除该男性为张某某或者张某。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判决书认为，“因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

下 ＤＮＡ的可能性”。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则认定：“本案中的 ＤＮＡ鉴定结
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５８〕该案的最终纠正恰恰是因为警方后来发现，被害人指甲

内的 ＤＮＡ与真凶的 ＤＮＡ相匹配。
　　 （三）不再考虑其他可能性

　　１．不去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在这２２起错案中，有１８起案件存在办案人员拒绝调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线索的
情形。比如，四川李某、海南黄某某、河南郝某某都向警方提供了强有力的 “不在犯罪现

场”的证据线索。其中，李某告诉警方，案发当天他和何某等二人一起去医院看望一位朋

友，当晚四人都在医院里休息。〔５９〕黄某某告诉警方，案发当晚他和同案犯罪嫌疑人黄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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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江、冯志刚：《赵作海案背后的人与事》，《新民周刊》２０１０年第１９期。
参见周跃武、王义杰：《农民被判死缓蒙冤十年 重审无罪释放》，《检察日报》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６日。
参见夏德辉：《错抓错判的 “杀人案”让 “杀人犯”蒙冤七年 索赔１３０万》，《黑龙江日报》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４日。
参见郭国松：《一起离奇杀妻案的真相》，《南方周末》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２日。
参见前引 〔４９〕，吴怡婷文。
参见鲍志恒：《案中案 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东方早报》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１日。
参见前引 〔４６〕，刘志明文。



起到同村的朋友家中喝酒，同席的有近１０人。和他们一起喝酒的 ４位农民，还联名向警方
写下了书面的 “群众伸冤”，证明案发当天的情况。〔６０〕郝某某告诉警察，案发当晚他在马

某家打牌至深夜１１时。〔６１〕但是，上述案件的警方都拒绝调查这些证据。再比如，在郝某某
租住的民房中，警察搜出了带有被害人血迹的白衬衣和鞋底纹与案发现场足迹一致的皮鞋。

郝某某给警察说，皮鞋和血衣都是杨某某给他的，被害人为杨某某、牛某某所杀，但警方

并没有对二人进行调查。错案纠正后正是该二人被认定为真凶。〔６２〕

　　２．忽视、隐瞒甚至篡改已经收集到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在这２２起错案中，至少有５起存在办案人员出于某种心理原因，忽视、隐瞒、篡改已
经收集到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的情形。

　　在安徽赵某某案中，两位目击证人都证实罪犯身材粗壮敦实，身高 １．６米左右，看样
子不是本村人。而赵某某身高１．７米以上，偏瘦，其住宅和两位目击证人的住宅挨得很近；
如果罪犯是赵某某，两位证人很容易就能认出来。并且，赵某某的血型与犯罪现场提取的

毛发的血型不一致。相反，李某某符合目击证人的描述，在被传唤到派出所后还趁看管人

员不备逃跑了，其血型经鉴定也与犯罪现场提取的毛发的血型相符。只是因为犯罪现场发

现了赵某某的衣物，警方对有重大嫌疑的李某某就不再进行调查，而坚持认定赵某某是罪

犯。安徽赵某某案被纠正后，法院认定的真凶正是李某某。〔６３〕

　　在广西覃某某案中，警察带覃某某指认 “作案现场”；当覃某某指认错误，警察就认为

是覃某某故意指错地点，并且没有将该情况记录附卷。当覃某某称抢得的 ＢＰ机卖给了王
某，而王某予以否认时，警察也未将该疑点记录附卷。覃某某平时穿的鞋长 ２４厘米，而作
案现场发现的皮鞋长２７．２厘米，该有利于被告人的物证后来竟因保管不善而丢失。〔６４〕

　　在浙江陈某某案中，萧山警方从被害人徐某某的出租车上提取了 １０余枚指纹，从被害
人陈某被劫杀的现场提取了至少１８枚指纹。两起命案的现场指纹，有比对条件的均在１０枚
以上，但均未随卷移送。〔６５〕在陈某某被错判多年以后，警方恰恰是通过指纹比对发现了案

件的真凶。

　　在湖北佘某某案中，多位村民出具了书面证言，证明他们于被害人失踪九个月后，在
本村见到过被害人。警方不去调查核实这些证言，反而强迫他们承认自己作伪证。〔６６〕

　　在辽宁李某某案中，办案人员发现，从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和李某某的指纹不匹配，
遂未将其收入案卷。判决生效１０年之后，真凶被抓获，定罪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其指纹和
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相匹配。另外，该案法医鉴定的结论原本是：李某某衣领处的血迹为

“擦拭”血迹，被害人于当日下午３点死亡。为了证明李某某有罪，办案人员不仅用刀片将
法医鉴定中的 “擦拭”二字刮掉，改为 “喷溅”（以与所谓 “案情”相符），还让法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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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９〕，吴怡婷文。。
参见潘国平：《河南农民在山西蒙冤入狱 被判死缓后真凶落网》，《大河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参见前引 〔５４〕，周跃武等文。
参见李光明：《安徽农民被冤杀人奸尸关押八年 未获得任何赔偿》，《法制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６日。
参见蒋桂斌、瞿丹：《“假凶”仗义感动真凶 真凶自首 “假凶”获赔偿》，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ｅｇａｌ／
２００５－０１／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２９３８０．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访问。
参见刘刚：《浙江萧山错案５当事人要求追责责任人 法官道歉》，《新京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３日。
参见贾云勇：《湖北佘祥林案追踪：被冤案改变命运的一群人》，《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



鉴定结论，将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提前到中午１２点 （从而使李某某有 “作案时间”）。〔６７〕

　　３．对辩护方的辩护意见不予理睬，甚至不让律师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在这２２起错案中，现有资料表明，有１８起案件的被告人或者委托了律师，或者被指定
了律师；其中１６起案件的辩护律师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但这些辩护意见都没有被采
纳。在四川李某案中，试图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甚至受到市政法委官员的批评，被禁止做

无罪辩护。〔６８〕被告人的自我辩护也不被重视。在浙江陈某某案中，对于公诉方宣读的书面

证言等证据，庭审法官只问被告人有无异议；“被告人略作解释，则遭训斥”。〔６９〕

四、关于办案过程中心理偏差修正机制的改革建议

　　如前所述，刑事错案的成因包括直接原因、环境原因和心理原因 （主要是各种心理偏

差）。其中心理原因是深层原因，绝大多数直接原因都是这些心理偏差的外在表现，而绝大

多数环境原因之所以会导致错案，主要是因为它们会强化这些心理偏差。因此，为了防止

错案的发生，我们不仅需要针对直接原因和环境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前者如严禁刑讯逼供、

严禁强迫证人作伪证、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等，后者如改革不合理的考核机制、加大司法

投入、增加警力等），更有必要针对心理原因采取措施，以减少这些心理偏差对办案人员的

影响。减少心理偏差对办案人员的影响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本文只讨论笔者认为比

较重要的如下三个问题。

　　 （一）对办案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其了解与错案相关的心理偏差的形成原因、表

现形式以及克服方法

　　当前研究表明，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些心理偏差对人的影响，但是，让人们知道这
些心理偏差的存在，告知他们克服这些偏差的方法，却有助于减少这些偏差的影响。〔７０〕就

刑事司法而言，要特别注意对办案人员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培训：〔７１〕

　　一方面，要使办案人员认识到，尽可能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过早形成某人有罪的结论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办案人员过早地形成结论，后续的调查将很容易因 “隧道视野”、

“证实偏差”而被扭曲。

　　另一方面，要让办案人员不对自己的专业判断过度自信，而是有意识地考虑相反观点
可能存在的合理之处，并主动寻找支持该相反观点的证据。比如，在审查判断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供述时，要特别注意供述中自相矛盾的部分以及与其他证据相冲突的部分；在判

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时，不仅要考虑已经收集到的证据，还要考虑是否存在如

果其有罪就应该能收集到却没有收集到的证据；在有线索指向其他人可能作案时，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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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５６〕，郭国松文。
参见前引 〔４６〕，刘志明文。
参见刘长、廖颖：《浙江萧山五青年杀人案复盘：“真凶”再现考验刑诉法》，《南方周末》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参见前引 〔１１〕，Ｈａｗｋｉｎｓ等文，第３１２页。
以已经纠正的刑事错案为例，讨论各种心理偏差对错案形成的影响，就是一种很好的培训方式。



查清这些线索。〔７２〕研究表明，竞争性假设分析法 （即仔细权衡各种可能的假设与证据之间

的关系）和考虑对立面法 （即考虑有关信念、假设、观点等的对立面）是克服 “隧道视

野”、“证实偏差”、“信念坚持”、“重申效果”等心理偏差的有效方法。〔７３〕

　　 （二）改革当前的办案机制，建立合理的分工、复查和监督制度

　　办案人员之间的分工、复查和监督，有利于减少和抵消前述心理偏差对案件最终处理的影
响。为了防止错案的发生，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 “分工负责”、 “互相制约”应被强调，

三机关联合办案的机制应被废除。〔７４〕同时，各办案机关 （尤其是侦查机关）内部的分工、复

查和监督机制也应建立和完善。〔７５〕限于篇幅，笔者仅讨论侦查机关内部办案机制的完善。

　　１．让多名侦查人员负责办理同一案件
　　具体说来，可以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让不同侦查人员分别负责询问证人、讯问
犯罪嫌疑人、分析物证和书证等工作，再由这些侦查人员向他们共同的上司汇报，由该上

司全面审查各证据并作出相应的决定。这一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各项侦查工作之间的 “污

染”。比如，负责分析物证和书证的侦查人员，将因为没有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而

不会把通过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而获得的先见，带入对物证、书证的分析中。〔７６〕第

二种模式是让不同的侦查人员各自独立进行全部侦查工作，然后互相讨论以作出相应决

定。〔７７〕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各侦查人员发现其他侦查人员遗漏的信息，从而使案件的处理

建立在更全面的信息之上，还因为强调讨论和说服而有利于减少和抵消各侦查人员的心理

偏差。考虑到上述两种模式都会使办案过程变得繁琐，可以规定只有那些重大复杂的案件

才适用这些模式。

　　２．由资深警察专职对办案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
　　专职负责审查和监督而不具体办案的警察，不会有破案压力带来的挫折和焦虑，在审
查和监督时会更少 “情感附着”，更超脱于犯罪嫌疑人和案件，也就更容易发现案件办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减少上述心理偏差的影响。资深警察具有的丰富办

案经验，使其更了解办案警察的想法、做法及其存在的问题。在审查与监督时，这些资深

警察应特别注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对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要以 “挑刺”的眼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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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为了避免只收集能证实已有信念的证据，美国前检察总长雷诺建议警察在办案时列 “清单”，以指引自己的

调查工作。该 “清单”包括应该能获取的所有证据、已经获取的所有证据、已经搜寻但没有收集到的证据、

所有可能的嫌疑人、已经对这些嫌疑人进行的调查活动、证据中的相互冲突之处等等。ＳｅｅＴｏｍＫｅｒｔｓｃｈｅｒ，Ｒｅ
ｎｏ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ｆｏｒＵｓｅｏｆ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ＭｉｌｗａｕｋｅｅＪ．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Ａｐｒ．２３，２００４，ａｔ７Ｂ．
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ｒｄ，ＭａｒｋＬｅｐｐｅｒ＆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Ｐｒｅｓｔ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４７Ｊ．Ｐｅｒｓ．Ｓｏ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１２３１（１９８４）；ＲａｙｍｏｎｄＳ．Ｎｉｃｋｅｒｓｏ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Ａ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Ｍａｎｙ
Ｇｕｉｓｅｓ，２Ｒｅｖ．Ｇｅｎ．Ｐｓｙｃｈ．１７５－２２０（１９９８）；ＰａｔｒｉｃｋＲ．Ｗｈｅｅｌｅｒ＆Ｖａｉｒａｍ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ａ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ｉｄ
Ｄｅｓｉｇ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ｏｆＴａｘ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２０Ｂｅｈａｖ．Ｒ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１３１－
１４５（２００８）；前引 〔４〕，吴修良等文。
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司法中分工不同，工作思路不同，工作方法不同。三机关的分工、制约使得有罪判决的

达成要经过三道不同的障碍，经由三种不同视角、思路的审查，这无疑有利于减少和抵消前述心理偏差对案

件处理的影响，从而防止错案发生。三机关联合办案使三道障碍变成一道障碍，三种视角变成一种视角。

就检察机关而言，当前实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如能运转良好，将有助于减少心理偏差对检察人员的影响。

基于同样的理由，侦查人员让侦查机关内部的刑事技术部门对物证、书证等进行鉴定时，不得将与鉴定本身

无关的任何案件信息 （如已经进行的侦查活动、已经收集到的其他证据、侦查人员关于本案的看法）透露给

鉴定人员，以免鉴定结果受到这些信息的 “污染”。

参见前引 〔３〕，Ｆｉｎｄｌｅｙ等文，第３８３页以下。



光来审查、判断，甚至可以要求他们站在辩护律师的角度，竭力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的可

能性和相关证据，全力论证当前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并不充分。〔７８〕这种刻意设置对

立面的做法体现了对 “证伪”的强调，非常有助于减少和抵消上述心理偏差的影响。

　　 （三）建立更透明的办案程序，全面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

　　让办案人员给自己 “挑刺”，让单位同事给办案人员 “挑刺”，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少心

理偏差对案件处理的影响。但是，已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办案人员，对相反观点往往有

下意识的排斥心理，而本单位同事则有可能为了维持良好的同事关系，而不愿意进行批评

性的审查与监督。考虑到内部机制面临的这些困难，有必要通过制度建设，实施以下两方

面具有心理偏差修正功能的改革措施：第一，提高刑事程序的透明度，使办案人员为了免

受各种可能的批评 （包括来自公众、媒体、上司、被害人及其亲属、辩护方等的批评）而

更为全面、无偏私地收集、审查证据，更加审慎地处理案件；〔７９〕第二，更全面地保护被告

方的辩护权，使最有动力提出不同观点的一方 （即被告方）全面、充分地参与到诉讼中来，

以抵消控诉方的心理偏差，也使裁判者 “兼听则明”。考虑到保障律师辩护权问题已有较多讨

论，下面笔者仅就程序透明谈三点看法。

　　首先，提高刑事程序的透明度并不意味着，侦查和审查起诉的全过程以及由此获得的全
部信息都应向公众公开。比如，那些一旦公开就可能影响案件侦破的信息，就不应该公开。

　　其次，办案机关应对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对犯罪现场的勘验、目击证人
的辨认、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现场指认等在内的办案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不仅有

利于对办案过程进行事后监督，从而防止不当办案方式的使用，〔８０〕还使公众、辩护方和法

官可以通过事后观看，获得更全面的案件信息。〔８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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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参见前引 〔３〕，Ｆｉｎｄｌｅｙ等文，第３８４页。１９９７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侦查、预审分设的工作体制。１９９７年公
安部决定撤销预审部门，实行侦审合一。就司法实践来看，侦审合一导致起诉案件质量有所下降，以至于有

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又恢复了预审部门 （参见赖军：《刑事诉讼法修订对预审工作的挑战及应对———以北京市公

安局预审工作为视角》，《江西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考虑在公安机关内部重
设预审部门，只是其功能转化成专门负责对办案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

美国学者认为，提高刑事诉讼程序的透明度是减少 “隧道视野”影响最有力的方法。参见前引 〔３〕，Ｆｉｎｄｌｅｙ
等文，第３９０页。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感到自己的行为需要对公众负责时，人们将在对假设的验证中更少受
心理偏差的影响。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ｅｏ，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Ｇ．Ｄ．Ｌａｓｓｉｔｅｒ（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ｔｒａｐ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０４，ｐｐ．３７－８４．
在美国，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已极大地改变了警察的讯问方式，使讯问成为更客观的真相发现过程，而

不再单纯为了获取口供。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Ｐ．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Ｐｏｌｉ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ｓ，８８Ｊｕｄｉｃａ
ｔｕｒｅ１３４－１３５（２００４）．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讯问过程进行录像时，摄像机的位置会影响观看者对案件信息的获取，从而影响其对供

述可信性的判断。根据相关研究，美国的讯问录像里往往只有嫌疑人而没有讯问者，这会导致观看录像的人

无从知道讯问者的表情和动作，从而更可能偏差性地认为供述是自愿和真实的。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ｅｏ＆Ｄｅｂｏｒａｈ
Ｄａｖｉｓ，ＦｒｏｍＦａｌｓ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３８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Ｌａｗ４９（２０１０）．其
他研究则表明，当摄像机镜头只对着嫌疑人时，嫌疑人的供述更可能被观看者认为是自愿的；当镜头只对着

讯问者时，嫌疑人的供述更可能被观看者认为是不自愿的；当镜头同等程度地对着讯问者和嫌疑人时，嫌疑

人供述的自愿程度被认为是介于前两者之间。ＳｅｅＧ．ＤａｎｉｅｌＬａｓｓｉｔｅｒ＆ＡｕｄｒｅｙＡ．Ｉｒｖｉｎｅ，Ｖｉｄｅｏｔａｐｅｄ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ａｍｅｒａ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ｏ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１６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２６８（１９８６）．新西兰的立法
者吸收了前述研究成果，规定讯问录像必须对讯问者和嫌疑人同等关注，即从二者的侧面进行拍摄。ＳｅｅＧ．
ＤａｎｉｅｌＬａｓｓｉｔｅｒ，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Ｊ．Ｒａｔｃｌｉｆｆ，ＬｅｚｌｅｅＪ．Ｗａｒｅ＆ＣｌｉｎｔｏｎＲ．Ｉｒｖｉｎ，Ｖｉｄｅｏｔａｐｅｄ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ＰａｎａｃｅａｏｒＰａｎｄｏｒａ’ｓ
Ｂｏｘ？，２８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０６）．这些研究告诉我们，减少心理偏差对案件处理的影响，不仅需要改
革和完善较为宏观的办案机制，还需要反思和改革刑事程序的一些细微之处。



　　再次，在证据开示方面，办案机关应将收集到的全部材料提供给辩护方。所谓 “全部

材料”不仅包括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

还包括办案人员认为与案件无关的信息。之所以要包括办案人员认为与案件无关的信息，

一方面是因为办案人员有可能基于自己的心理偏差，而错误地认为这些信息与案件无关，

但事实上这些信息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防止办案

人员以 “与案件无关”为由，不开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信息。

　　因为心理偏差的修正仅仅是错案防止机制的一个子项，所以必须承认，即使采纳了笔
者的建议，即使办案人员竭力防止错案发生，也无法保证所有案件的处理都是正确的。首

先，各种心理偏差只可能被减少，而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其次，任何判断和决定都受制于

时间、资源和决策者的心智能力。要求任何案件的办案人员调查所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

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信息是不现实的 （况且，即使是最出色的办案人员，也可能被错误

的信息———如虚假的证言———所蒙蔽）。同时，要求办案人员掌握与刑事调查有关的全部知

识 （比如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法学、法庭科学、生物学、化学、统计学等

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比如根据重要性对所有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排序，并最终做出数学上

的统计估量的能力）也是不现实的。〔８２〕

五、结　语

　　了解错案形成背后的心理偏差，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错案的成因，进而提出更为

有效的预防错案的措施，还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办错案的司法人员 “去污名化”。虽然错

案的形成往往跟这些办案人员的心理偏差有关，但这些偏差并非办案人员所独有，我们每

个人都很容易受到这些偏差的影响。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前首席法官安东尼奥·拉梅尔在

一份关于刑事错案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任何要靠人来运转的制度都会因为其要靠人运转而

可能出错。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隧道视野’很少是个人恶意的产物……，以及为什么错

案并非什么反常的事情，而是深植于制度之中的”。〔８３〕就笔者列举的前述 ２２起错案而言，
迄今为止尚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办案人员明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却仍坚持追究其责

任的情形。既然错案往往并非办案人员恶意的产物，而更多是人人都有的心理偏差的产物，

我们就不能单纯从道德上指责这些办案人员，把他们说成是道德败坏之人。〔８４〕

　　将办错案的司法人员说成是道德败坏之人，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不利于错案的纠正和
预防。如果每一起刑事错案的纠正，都演变成对办案人员的道德指责和贬损，甚至是刑事

追究，这些办案人员就会竭力阻止错案的纠正。而如果总是强调只有那些 “害群之马”、

“坏苹果”才会办错案，那么，自认为并非 “害群之马”、“坏苹果”的司法人员就会认为

错案的预防与己无关。相反，强调任何办案人员，无论其如何正直、如何努力公正行事，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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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８３〕

〔８４〕

参见前引 〔５〕，Ｓｎｏｏｋ等文。
ＳｅｅＲｉｇｈｔ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ＡｎｔｏｎｉｏＬａｍｅｒ，ＴｈｅＬａｍｅｒ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ＲｏｎａｌｄＤａｌｔｏｎ，Ｇｒｅｇｏ
ｒｙＰａｒｓｏｎｓａｎｄＲａｎｄｙＤｒｕｋｅｎ，Ｓｔ．Ｊｏｈ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Ｑｕｅｅｎ’ｓＰｒ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６，ｐ．１７２．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所有办错案的司法人员都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事实上，有刑讯逼供、暴力取

证等行为的办案人员，无论案件是否办错，都应该承受相应的行政处分，甚至是刑事处罚。



都可能因受到心理偏差的影响而作出错误的决定，就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纠正错案的

障碍，还有助于促使所有办案人员根据当前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更

有效地防止错案的发生。

　　本文借鉴心理学关于心理偏差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刑事错案的形成过程及规律，并以
我国近年来纠正的２２起错案验证了该结论。对于错案成因的研究而言，这种事后分析式的
研究毫无疑问非常有价值，但还很不够。要想更全面地评价心理偏差对办案人员的影响，

我们不仅需要收集较大数量的已被纠正的错案，还要收集更多没有办错的案件，对二者进

行对比项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办案人员受这些偏差影响的频度和程度，以及何

种情况下这些偏差会导致错案，何种情况下这些偏差不会导致错案。显然，到现在为止，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错案问题的研究者似乎尚未充分地做到这一点。〔８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ｕｓｅ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ｕｎｎｅｌ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ｂｅｌｉｅｆｐｅｒｓｅｖｅｒ
ａｎｃｅ，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ｈｉｎｄｓｉｇｈｔｂｉａｓ，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ｉａｓ，ｎｏｂｌｅｃａｕｓ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ａｓａｎｄｇｏａｌｐｕｒｓｕｉｔ，ｐｌａｙａ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ｕ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ｘｔ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ｂｙｔｏｒｔｕｒｅ，ｃｏｎｃｅａｌｉｎｇｅｘｃｕｌｐａｔｏ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ｏｔａｃ
ｃｅｐｔｉｎ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ｕｎｓｅｌ，ａｒｅｊｕｓｔｔｈ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ｂｉａｓｅｓ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ｐｏｌｉｃｅｔｏｓｏｌｖｅｈｉｇ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ａｓｅｓｑｕｉｃｋｌｙ，ｌａｃｋｏｆｆｕｎｄ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ｏｆｈａｎｄ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ｂｉａ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ｓｅｂｉａｓｅｓ．Ｐｕｔｓｉｍｐｌｙ，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ｍ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ｓａｎ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ｍａｎａｓ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ｅｖｅｎｔｈｅ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ｍｉｓｖｅｒｙｗｅａｋ，ｔｈｅｎｈｅｆｏｃｕｓｅｓｔｏｏｑｕｉｃｋｌｙｏｒ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ｏｎｔｈｉ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ｓｅｌｅｃｔｓａｎｄ
ｆｉｌｔｅｒｓ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ｂｕｉｌｄａｃａｓｅｆｏｒ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ｔｈｅｅｘｃｕｌｐａｔｏ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ｓｅｉｔｈｅｒｉｒｒｅｌ
ｅｖａｎｔｏ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ｏｆｇｕｉｌｔ，ｗｈｉｌｅｉｇｎｏｒｉｎｇｏ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ｐｏｉｎｔｓ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ｇｕｉｌｔ．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ｔｗ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ｗａｙｉｎ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ｓｅｂｉａｓ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ｃ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ｅｓ．Ｔｏ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ｂｉａｓｅｓｏｎｐｏｌｉｃ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ｅｓ，ｓｏａｓｔｏｈｅｌｐ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ｅｒ
ｆｏｒｍ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ｙ，ｔｈｅ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ｂｉａｓｅｓ．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ｔａｌｌ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ｂｅｔｔ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ｉａｓｅｓ

·４４·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８５〕 关于美国相关研究的现状，ＳｅｅＪｏｂＢ．Ｇｏｕｌｄ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ｅｏ，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Ｌａｔｅｒ：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Ｃｒｉｍ．Ｌ．＆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８２５－８６８（２０１０）．




